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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沿海口岸城市功能区时空演进研究(1840 年至今)”(项目批准号:19AZS018)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其中,从人口视角进行研究的有《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邹依仁,1980);从道契角度进行研究的有《近代上海城乡景观变迁(1843—1863):基于

上海道契档案的数据处理与分析》(陈琍,2010)。 从市政、形态、建筑、景观等视角进行研究的有《上海近代城市建筑》(王绍周 / 陈志敏,1987)、《上
海近代建筑史稿》(陈从周 / 章明,1988)、《上海里弄民居》(沈华,1993)、《上海里弄住宅沿革》(高潮,1999)、《1864—1866 年上海英租界外观》(郑
祖安,2004)、《百年回望:上海外滩建筑和景观的历史变迁》(钱宗灏,2005)、《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伍江,2008)、《都市形态的历史根

基: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发展与都市变迁》(张鹏,2008)、《石库门:上海特色民居与弄堂风情》(冯绍霆,2009)、《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
(张生,2009)、《石库门文化:上海近代历史的标识》(朱培初,2010)、《大上海石库门:寻常人家》(罗苏文,1991)《上海:1862 年》(于醒民,1991)等。
笔者所著《近代上海都市之心》针对近代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的功能与形态演进开展了系统研究,具备了一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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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近代上海外滩纵深区域为研究对象,以历史文献数据分析和历史地图整理分析为基础,
梳理、归纳该区域人口、空间以及人地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极富戏剧性的发展与变化、极不均

衡的居住水平和极为分异的空间布局等特征,寻找外滩这一重要区域人地关系演进的时空逻辑和发展规

律。 在此基础上,就百年间外滩纵深区域人地关系演进议题,总结提炼了五个发展历程及其阶段性特征,
即开埠初期呈现的华洋分居下西式花园商住区、小刀会起义时期呈现的华洋杂居下中式社区初期开发、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呈现的中式社区向西大规模铺展、战后重建时期呈现的退潮后中式社区高质量发展,
以及随后漫长城市更新阶段呈现的长周期持续更新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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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外滩纵深区域自 1843 年开埠以后,至 1853
年华洋杂居,再至太平天国平复以及后来的较稳定发

展,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其人口、形态、人地关系一

直处于变化之中。 百年间,从最初具有综合功能的西

式花园商住区,到华人社区自河南中路向西铺展开

来,再到 1870 年前后对华人住宅的一次集中改建,乃
至后来步入稳定更新发展时期,近代上海外滩纵深区

域的人地关系不仅跌宕起伏,而且极不均衡,呈现截

然不同的居住形态和里弄更新发展的空间分布逻辑。
这里所研究的外滩纵深区域,是指外滩沿线及其

西至西藏中路的腹地,即今西藏中路以东、延安东路

以北、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的约 2 平方公里地域

范围(东西约 1. 5 公里、南北约 1. 3 公里),是近代上

海时空演进中最早、最核心的部分。 只是在不同时

期,这个范围的称谓有所不同,开埠初期为 1843 年英

租界范围(今北京东路-河南中路-延安东路与黄浦

江围合区域),其后为第一次扩区后的 1848 年英租界

范围(与本文所述外滩纵深区域范围重合),1863 年

英美租界并区后仍为原 1848 年英租界范围,1899 年

公共租界扩区后为公共租界中区范围(也与本文所述

外滩纵深区域范围重合),1943 年租界收回后为老闸

区全部、黄浦区大部(延安东路以北范围)。
不同时期产生了一定数量的针对近代上海人口、

道契、建筑、景观、市政等的专题研究,① 为本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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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好的文献支撑。 然而,相关文献聚焦到外滩纵深

区域的不多,开展人地关系演进研究的不多,结合数

据、文字与图形三种要素进行综合分析、论述的更不

多。 本文以近代外滩纵深区域人口发展、空间拓展、
人地关系演进为主要研究对象,回望该区域早期百年

间的时空演进与城市更新进程,以长周期持续演进的

历史描述为基础,总结、论述人地关系演进的特征与

规律。 在上海大力推进外滩第二立面城市更新和转

型发展的背景下,在外滩纵深区域开展大规模旧改征

收和土地出让、后期开发的同时,本研究具有一定的

实践意义,期待做出一些探索。

一、 近代上海外滩纵深区域的人口发展

1843 年前,外滩纵深区域范围内人口数据不详,
但总体而言,可谓人烟稀少,“荒芜未辟”,仅有李家

庄、宋家巷、翟家巷等少数村庄。①

1843 年,上海开埠,实行华洋分居。 在最初的

十年内,英租界所在的外滩纵深区域总体上呈现为

华人渐减、外侨渐增的人口发展趋势。 作为近代中

国第一块外侨居留地,英租界外侨人数逐年增加,②

从 1843 年的 25 人,发展到 1844 年 50 人、1845 年 90
人、1848 年 100 余人、 1849 年 175 人、 1850 年 220
人,③直至 1853 前后,外侨规模达到约 300 人。④与开

埠时相比,十年间外侨人数增长 12 倍。 而与此同时,

区域内华人因失地而逐年减少。 例如李家庄,因英领

馆建设,人口外迁。 至 1853 年,租界范围内大约只有

约 500 人。⑤

1853 年,因小刀会起义,华人大规模涌向租界,华
洋杂居局面形成,英租界华人从之前约 500 人增至约

2 万人。⑥ 1860 年,因太平天国运动,江浙豪绅、富商、
地主及平民大批量迁进英租界,人口持续猛增,上海

成为“通省子女玉帛之所聚”,⑦英、美、法三个租界内

的中国人已达 30 万人,1862 年更增至 50 万人。⑧ 如

以英租界人口占三租界总数的七成计(笔者对三租界

时年地形图进行了矢量化处理,据居住用地所占比例

统计),英租界 1860 年承载人口约 20 万人,1862 年增

至约 35 万人。 1853—1865 年间,外侨人口也同时大

幅度增加,从 1853 年前后的约 300 人,增加到 1865
年前后的约 1600 人。⑨

19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战事平息,租界人口规模

出现大幅度下降。 1865 年,英美租界合并后的公共租

界工部局第一次正式人口统计,租界人口共为 92884
人,其中华人 90587 人、外侨 2297 人。 如参考表 1 英

美租界房屋数量占比进行推算⑩,则 1865 年英租界人

口约 6. 6 万人,其中外侨人口约 1600 人。 人口下降

趋势一直持续到 1870 年,《黄浦区志》 称“清同治九

年,境内公共租界中区已达 46818 人”,其中外侨人口

为 908 人。�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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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琍:《近代上海城乡景观变迁(1843—1863):基于上海道契档案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复旦大学 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318、349 页。

王垂芳:《洋商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年,第 15 页。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 H. 朗格称 1853 年租界人口不到 500 人。 [美]H. 朗格等:《上海社会概况》,北京:三联书店,2017 年,第 128 页。

⑩　 张生:《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年,第 25、33 页。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92 页表格。 H. 朗格所著《上海社会概况》记载,当时太平军兴,租界曾

收容“难民”50 万人之多。 对此,邹依仁在《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中认为,从人口数字来看,朗格所述的人口规模显然是夸大了的,但由于

战争影响,大批人口流入租界,亦系无可否认的事实。 另外,这里使用的是租界,而非公共租界,邹依仁所称 70 万人系“整个上海地区”。 因

此,数字不同,料因口径不同。
此为公共租界数据,未含法租界。 姜龙飞:《上海租界百年》,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 年,第 79 页。
据张生《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一书第 33 页数据按七成推算(笔者对时年地形图进行了矢量化处理,据范围内居住用地占行政区

内总居住用地的比例统计,以下同)。
上海市黄浦区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年,第 115、122 页。



表 1　 1866 年租界内房屋构成情况一览表

租界 时点

华人居住房屋 外人居住房屋

有人居
住房屋

无人居
住房屋

合计 占比
有人居
住房屋

无人居
住房屋

合计 占比

英租界 1866. 2 6454 2252 8706 73% 250 19 269 74%

美租界 1866. 2 2012 1253 3265 27% 69 24 93 26%

公共租界合计 1865. 3 8466 3505 11971 100% 319 43 362 100%

　 　 1870—1900 年间,原英租界在历经两次战事引起

的人口大起大落之后,逐渐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人口

规模从 1870 年的 46818 人,逐步增长至 1900 年的

116592 人,30 年间增加近 7 万人。 其中,外侨人数 1870
年 908 人、1876 年 1042 人、1880 年 972 人,10 年间基本

稳定在 1000 人左右。 其后一段时间有所增加,基本保

持在 1250—1450 人区间,如 1885 年 1352 人、1890 年

1387 人、1895 年 1287 人、1900 年 1442 人。①

1900—1930 年,外滩纵深区域即公共租界中区人

口规模从 116592 人增至 132255 人,30 年间增加约

1. 5 万人,增长幅度远不如前一个 30 年。 这也可以理

解为中区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居住空间已

趋向饱和。 其间,外侨人数基本保持在 1350—1900
区间,分别是 1900 年 1442 人、1905 年 1453 人、1910
年 1356 人、1915 年 1649 人、1920 年 1574 人、1925 年

1583 人、1930 年 1867 人、1935 年 1418 人,其中最多

的是 1930 年前后。②

1937 年,日军侵华,“大批外地居民涌入,租界人口

激增”。 至 1945 年,原公共租界中区人口迅速增至 20
万人。③ 相比 1930 年的 132255 人而言,人口增加约 7
万。 这是在既有居住空间基本饱和情况下的畸形增

长,是战争状态下的井喷式爆发,拥挤程度持续加剧。
1945—1949 年间,原公共租界中区范围总人口规

模从 1945 年的约 20 万人,增长到 1948 年的约 23 万

人,④仍然呈现增长态势,人口密度达到无以复加的程

度。 其中外侨人数 1946 年约 700 人,1947 年约 450
人,1948 年约 1200 人,⑤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波动。

综上,可见外滩纵深区域的人口发展总体历程,
即开埠后的第一个 10 年,英租界实行华洋分居,主要

是外侨,1853 年前后已达 300 人之众,而华人因道契

制度影响,渐渐失地离开租界。 1853 年之后,受小刀

会起义影响,人口激增至 2 万人,乃形成华洋杂居局

面。 至 1860 年,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难民激增,人
数飙升至 20 万人,随后更于 1862—1864 年间增至 35
万人。 而后,人口锐减,1865 年仅余 6. 6 万人,一两年

间人口退潮规模近 30 万之众,直到 1870 年,仅余 4. 7
万人。 在此之后,中区范围内公共租界人口开启了漫

长的稳步增长态势,在 1900 年达到 11. 7 万人,30 年

间增长 7 万人。 随后 30 年,增长相对缓慢,仅增加

1. 5 万人,在 1930 年达到 13. 2 万人。 1930—1949 年

间,特别是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夕,人口迅速增长至约

23 万人,20 年间增加约 10 万人。
在 1843 年至 1949 年的百余年间,外滩纵深区域

人口规模经历了从数百人到 20 余万的大增长,全面

完成城市化进程。 从最原始的乡村状态进入近代城

市状态,主要依靠的是人口机械增长。 过程中,既有

平稳渐进发展的阶段,如开埠最初的 10 年和 1870—
1937 年间的半个多世纪,呈现为租界制度与市场经济

驱动下的常态化发展;也有突发剧变的阶段,多次战

事带来了中区人口规模的剧烈起伏,这是中国近代城

市史上罕见的人口流动现象,如受小刀会起义影响,
华洋分居局面被打破,英租界内华人迅速增加,受太

平天国运动影响,短时间内承载巨量人口,受日军侵

华影响,人口负荷达到更大规模。 总体推算,外滩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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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⑤

②　 上海市黄浦区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年,第 115、122 页。
同上,第 115 页。 含老闸区民国 34 年人口总数为 129690 人;黄浦区民国 34 年人口总数为 112050 人,按延安东路以北区域占七成计。 两者加和约

20 万人。
同上,第 115 页。 含老闸区民国 37 年人口总数为 132085 人;黄浦区民国 37 年人口总数为 131618 人,按延安东路以北区域占七成计。 两者加

和约 20 万人。
同上,第 122 页。 外侨人口 1946 年 890 人(黄浦 819 人、老闸 71 人),1947 年 545 人(黄浦 375 人、老闸 170 人),1948 年 1597 人(黄浦 1558 人、
老闸 39 人)。 此处按老闸全部、黄浦八成推测外滩纵深区域外侨人数。



深区域范围内,平稳发展形势下与战争因素影响下的

人口增量基本相当。

二、 近代上海外滩纵深区域的空间进程

根据陈琍博士论文中对于早期英租界永租土地的

定位,可以发现当时的土地永租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

定的规律。①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中区划分为自东向

西的八个街区:第一街区为外滩至四川路,第二街区为

四川路至江西路,第三街区为江西路至河南路,第四街

区为河南路至山西路及其向南延伸线,第五街区为山

西路及其向南延伸线至福建路,第六街区为福建路至

浙江路,第七街区为浙江路至贵州路(北) -广西路

(南),第八街区为贵州路(北) -广西路(南)至西藏路。
总体上,上述划分中的各街区面积基本均衡。

1844—1846 年间,永租土地主要位于区域内东、
北方向。 1844 年,永租土地主要是沿外滩北段发展,
共批准道契用地 7 幅,其中有 5 幅位于外滩北段沿

线,占 72%,另外 2 幅位于第二街区。 1845 年,永租土

地主要位于东北方位即后来的领事馆周边,共批准道

契 15 幅,其中有 11
 

幅在九江路以北、河南路以东的

第一期租界北部地区,占 85%,有 2 幅超越了第一期

土地章程所规定范围,另有 2 幅位于今福州路以南的

第一期租界外西侧的第四街区。 1846 年,永租土地开

始向第二、三街区推进,同时继续位于靠北位置,共批

准道契用地 15 幅,其中有 10 幅位于第二、三街区,占
三分之二,大部分(9 幅)位于福州路以北;有 5 幅继

续在沿黄浦江岸线分布,占三分之一。
1847—1854 年间,开始呈现向西节节推进的趋

势。 1847 年,永租土地向西延展,第四街区进入开发

视野。 共批准 27
 

幅用地,其中仅有 6 幅位于第一街

区,占 22%;有 18 幅用地位于第二、三街区,占三分之

二;有 3 幅用地已开始布局在第四街区。 1848—1854
年,永租土地继续向西推进,在总计 49 幅用地中,第
一街区 13 幅,近三成;第二、三街区 24 幅,近二分之

一。 而位于界西的第四、五街区,此时已达 12 幅,近
四分之一。 其中第五街区开始被永租,共有 4 幅用

地,直指福建中路。 其间,界西开发基本上都在南京

东路以南区域,占 88%。 这一现象与 1844—1847 年

间以北面较多(60%)的情况相反。
1855—1863 年间,永租土地继续向西大规模、大范

围推进。 其中,传统的第一、二、三街区共计 74 幅用地,
仅占四分之一;第四、五、六街区共计 145 幅用地,占六

成,是时年开发建设的重点区域;第七、八街区共计 33
幅用地,处于蓄势待发的阶段。 其中,第一、二、三街区

永租土地呈现“南多、北次、中少”的空间分布特征:福
州路以南地区共 40 块,占 54%,从东向西递增;北京路

以北地区较均匀地分布了 24 幅用地,占近三分之一;
位于北京路与福州路之间的中部地区仅有 10 幅用地,
占 14%。 第四、五、六街区内,以河南路至山西路之间

的第四街区为甚,道契总数相当于第五、六街区的总

和,说明当时土地永租存在向西顺序递进的规律。 其

中第四街区共计 72 幅用地,北(37 幅)、南(35 幅)分布

相对均衡,第五、六街区分别为 37 幅和 36 幅,也比较均

匀。 但从第五、六街区的南北分布特征看,大部分永租

土地位于南部。 第七街区和第八街区道契数量基本相

当,分别为 21 幅和 22 幅。
1863 年之后,空间向西拓展的势头放缓了下来,

甚至随后导致城市收缩。 一方面是道契数量急剧下

滑,1862
 

年签发道契用地 195 幅,1863 年 117 幅,而
从 1864 年开始,签发的道契数量急剧减少到 35 幅,
此后几年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到 1869 年仅

有 5 幅。 从 1870 年开始,道契数量又稳步上升,之后

一直维持在每年
 

20 ~ 70 幅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另一方面,根据 1876 年图纸,可以发现城市建设范围

大致回缩至山西路-(宁波路)五福弄-(天津路)福建

路-(南京路)湖北路-(广东路)靖远街-(芜湖路)山

东路,原 1866
 

年地图中所显示的西北和西南区域部

分用地基本消失,经历了一次大范围的城市收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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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琍:《近代上海城乡景观变迁(1843—1863):基于上海道契档案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复旦大学 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
这样的图纸表现,如果仅仅在 1875 年地图(上海市档案馆收藏历史地图)或仅仅在《沪游杂记》(记载 1876 年租界情况)中,或许会认为该份历

史地图有误,但两份历史地图均呈现如此一致的空间范围,又无法否认 1866
 

年图纸的准确性,那么就只能是一种情况了,即 1866—1875(或
1866—1876)年间,由于某些因素,导致大规模城市改建,大范围拆除了一些破旧房屋。 而这种猜测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 1870 年前后的大改

造。 从相关文献或至今为止人们现有的认识看来,在这次大改造中,石库门应运而生,上海中式住宅建筑从此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与
19 世纪 50 年代小刀会起义、60 年代初太平天国运动时的居住条件相比,已大有改观。



　 　
　 　 图 1　 1855 年英租界空间肌理①　 　 　 　 　 　 　 　 　 　 　 　 　 　 　 　 图 2　 1866 年上海英租界图② 　

　 　 随后的发展,从 1884
 

年地图看,建设范围又进一

步向西推进了一个多街区,仅剩下界内西北、西南少

数区域尚未开发。 四年后的 1898
 

年地图显示,西南

区域也已基本完成开发建设,弄巷系统已清晰可见,
而西北区域仍是处女地。 在后来的 1917

 

年地图中,
西北区域终于被填实。 如果上述历史地图绘制基本

准确,那么公共租界中区的完全建成时间应为 1915
 

年前后。 也就是说,在 1843 年开埠后的约 70 年时间

里,外滩纵深区域全面建成,城市形态基本稳定,并开

始了漫长的更新之路。
百年间,外滩纵深区域在人口波动的同时,也往往伴

随道契用地的对应波动。 经查考道契资料,1853 年才批

准土地 1 幅,而 1854 年批准土地增长至 45 幅,1855 年前

5 个月也以较快速度批准了 10 幅土地。 可见,当时为了

应对小刀会起义所致华人大规模涌入的局面,以及洋商

为房地产暴利计,租界当局快速释放了大量土地。 其后,
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所致人口大规模回流的情况下,城
市开发建设势头放缓,道契数量急剧下降,例如 1862

 

年

批准道契用地多达 195 幅,而 1863 年降至 117 幅,1864
年急剧减少至 35 幅,1869 年仅 5 幅。

三、 近代上海外滩纵深区域

人地关系演进历程及其特征

　 　 开埠前,外滩纵深区域主要的居住建筑是华人住

宅。 “租界里大部分地方是耕地,茂盛地种着庄稼,也
有些低洼地,更有些地方早已荒芜……人烟稀少。”③

“最初的居留地内只有上海本地乡民的简陋农舍。”④

开埠之后,伴随着道契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

多次战争因素的影响,外滩纵深区域人地关系发生了

一系列演进。 总体上,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 开埠初期的人地关系(1843—1853)———华洋

分居下的西式花园商住区

开埠后,1845 年地图显示,外滩腹地道路建设已成

格网之势,开发建设推进到今江西中路一带。 至 1855
年,开发建设迅速抵达今山东中路一带,在经历 10 年

左右的建设发展后,英租界已有约 300 名外侨,是开埠

早期英、法、美三个租界中人口聚居程度最高的区域。
时年《北华捷报》曾称“外侨集团约占地 1500 亩,

建有住所 150 所”。⑤ 从中可推测,在华洋分居期间建

设的约 1 平方公里土地内,有 150 幢住所,承载约 300
名外侨居住、办公,即平均每幢住所占地达 10 亩、居
住人口 2 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300 人。 如以每

幢住所建筑面积 600 平方米计(含仓栈等辅助用房),
容积率还不到 0. 1。 可见,时年英租界建筑密度之低、
人口密度之低。

此间以具有商住等综合功能的西式建筑为主。
“楼下都是四间大房,以供办公和会客之用,楼上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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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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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②　 资料来源:上海市图书馆张伟等:《上海老地图》,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 年,第 36~37、38 页。
[英]兰宁、库龄:《上海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 年,第 33 页。
陈琍:《近代上海城乡景观变迁(1843—1863)———基于上海道契档案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复旦大学 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
《北华捷报》,“1854 年 7 月 8 日”,参见《上海法租界史》,第 135 页。



卧室”,①说明此时的土地使用性质尚未分化,办公、
居住、仓栈、社交等多种功能往往集于一身。 这种使

用功能的混合性、兼容性,形成具有花园式商住区特

点的总体风貌,独立式洋房,建筑间距较大,庭院空间

宽敞、舒展,“四周留出很大的空地,种植花木”。② 外

滩一线形成较为明显的公共建筑区域,特别是其中的

主体建筑,“都是方形” ③ “楼外面周围是配置着大拱

门的敞开游廊”,④四面坡顶,砖石结构,立面对称,彰
显了高大宏伟、以自我为中心的公共建筑特点。 其

间,还杂糅了许多较为低矮、贴临街道、设计普通的仓

栈和辅助建筑,既体现了自身的功能特征,又衬托了

主体建筑的较大体量。
2. 小刀会起义影响下的人地关系 ( 1853—

1860)———华洋杂居下中式社区初期开发

1853 年 9 月开始的小刀会起义致使难民涌入租

界,人口骤增。 在此情势下,原以西式建筑为主的英

租界居住形态被打破,英国商人趁机“将土地租与难

民,或建房屋供难民居住,为有利可图之举”。⑤ 许多

洋行因之而起,在租界土地上建设了大量以华人聚居

为主的木板房。⑥ 上海第一次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房地

产开发。 投机家蜂拥而至,原来的大班、水手、伙夫、
鸦片贩子,摇身一变成了房地产商。 从此,“租界本专

为外侨居住而设之原始观念,乃首先以租界外之情势

纷扰,以及内战方烈,而被改变”。 虽然英租界领事阿

礼国曾在 1855 年 1 月下令驱逐“不良华人” 离开租

界,但华洋杂居的局面已成事实。⑦

从 1853 年 9 月到 1854 年 7 月,租界内的广东路、
福州路一带以最快的速度建造了 800 多幢简陋木板

房,⑧以高价租给逃入租界的约 2 万华人,房租收益高

达 30% ~ 40%。 具有经济能力租赁木板简屋的华人,
以富商、地主为主。 时年《北华捷报》对华人居住状态

进行了描述:“中国人占地 200 亩,建有 800 所房子。”
也就是说,在 200 亩的华人集居区内,建有 800 幢住

所,共容纳 2 万人,即每幢房屋占地不到 170 平方米,
却要容纳 25 人居住,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 15 万

人。 与外侨聚居区的平均每幢住所占地 10 亩、每平

方公里 300 人的人口密度相比,当时华洋之间的居住

状态反差之大可见一斑。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中式房屋逐年增加,中

国人办的各种商号、店铺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华人社

区逐渐发育、铺展,逐渐形成中西融合、产城融合之势。
3. 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的人地关系 ( 1860—

1865)———中式社区向西大规模铺展

1860—1862 年,太平天国运动,江浙豪绅、富商、
地主及平民大批量迁进租界,人口持续猛增,上海成

为“通省子女玉帛所聚”。⑨ 据邹依仁在《旧上海人口

变迁的研究》中的数据,最顶峰时整个上海地区总人

口达到 70 万人,�I0所需房屋紧缺。 许多外国洋行纷设

地产部,“抛弃了丝茶的旧业而专心于价值立时暴涨

的地产”,再度乘机大肆兴建房屋,在河南路以西、湖
北路浙江路以东增建木板房出租。 1863 年前后,达到

“新筑室纵横十余里,地值至亩数千金” 的程度,“实

在没有地皮可卖,便把自己行址四周的墙垣拆去,将
行屋以外的空地也一起卖掉;甚至跨出租界界限,向
乡下人买进空地,转卖出去”。�I1

经过快速建设,1860 年租界内木板式里弄已达

8740 幢。�I2 如果该数据属实,意味着在 1853 年前后

建设的 800 幢住所基础上,至 1860 年的七年间,增加

房屋 10 倍有余。 1860—1864 年,洋商又迅速开展了

大规模开发建设,木板式里弄达到 11971 幢,�I3承载华

人 35 万。�I4 经统计 1866 年地图所示华人社区,用地

约 100 公顷用地,意味着 1862—1864 年间人口高峰

期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 35 万人,每亩建设华人住宅

约 10 幢,每幢占地面积约 67 平方米,承载华人 30
人。 即便全部住宅用地内建筑满铺并按容积率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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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⑨
�I0
�I2
�I4

②③　 朱梦华:《上海租界的形成及其扩充》,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上海地方史资料 2》,上海: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1983 年,第 37 页。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84 页。
《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一卷,1931 年,第 58 页。

⑦⑧�I1�I3　 张生:《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第 25、28、25、30、33 页。
钱农部请师本末,见于《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第 96 页。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92 页。
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清华大学 1992 年博士学位论文。
此为公共租界数据,未含法租界。 姜龙飞:《上海租界百年》,第 79 页。



计,人均建筑面积也仅有 3. 4 平方米。 由此可见时年

华人居住之密集。
根据 1866 年地图,可见今河南中路东部区域基

本保持了 19 世纪 50 年代形成的功能兼容性特征、
“康白度式”建筑风格和独立式花园商住区风貌,但建

筑密度明显增加。 经统计,建筑密度从 1855 年的

21%,增加到 1866 年的 45%,增长了一倍多。 过程

中,由于道契的增加和转手交易的频繁,土地发生了

一系列的裂变,导致房屋布局变化,庭院空间和建筑

间距逐渐缩小。 而在今河南中路与福建中路之间区

域,可见大部分街坊已完成城市化,街坊内基本上已

被大规模中式住宅区所填实。 这些中式住宅的建筑

间距很小,密密麻麻,连绵不断,平均建筑密度高达

80%以上。 透过地图上连成一片又一片的方格,可以

想见租界内华人住宅房挨房、人挤人的景象。 除了城

市道路和十分狭窄的主弄、支弄之外,几无其他开放

空间,更无绿化、广场可言。 其间,第一次可见中式里

弄布局形式,具有行列式排布、单元式重复的特征,显
得十分密集。

4. 战后重建时期的人地关系(1865—1870)———
退潮后的中式社区

从 1864 太平军平复至 1865 年底,华人外迁现象

变得非常严重。 此时房屋入住率快速下降,甚至出现

大量空置。 “中国店铺所剩寥寥无几,整个住宅区都

变得空空荡荡。 在建的住屋多半停工。 许多外国商

行关门大吉,货仓堆栈都成空屋。”
根据 1865 年底统计数据,英租界有人居住的华人

房屋计 6454 幢,承载华人 90587 人,则每幢华人房屋居

住人口约 14 人,而无人居住房屋居然达到 2267 幢。 同

年,外侨有人居住的房屋 250 幢,承载外侨约 1600 人,
则每幢外侨居住房屋承载人口约 6 ~ 7 人。 也就是说,
每幢中式住宅从前一年居住 30 人,下降到当年居住不

到 14 人,减少到最顶峰时期的约一半,人口密度也大

幅度下降,减少到每平方公里约 9 万人。 而外侨每幢

房屋居住人口从 1853 年前后的 2 人,增加到 1866 年前

后的 6~7 人,人口密度也从 1853 年前后每平方公里约

300 人,增加到 1865 年约 2900 人(其时外侨集聚区范

围有一定缩小,测图后按 55 公顷计)。 可见,在华洋杂

居之后的英租界,外侨居住渐趋密集,中西聚居区之间

的人口密度差异存在缩小的迹象。
在华人大幅度减少后,华人居住空间稍微宽敞了

一些,但居住建筑质量问题浮上水面。 由于这些建筑

都是洋商在战时赶工建设,在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驱

使下,大部分为木板式里弄,建筑密集,质量低劣,防
潮、保温、隔热、防火等性能极差,结构也不安全,居住品

质总体上很低,这些房屋的更新改造工作显得日益急迫。

图 3　 1876 年英租界地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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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更新改造背景下的人地关系(1870—1949)———
长周期持续下的城市更新

1870 年前后,由于木板式简屋的建筑材质问题,租
界当局以起火易燃为由,对之加以取缔和限制,已建成

的一些其他类型的简屋,为了防火也要拆除。 新建的

中式住宅基本上以石库门里弄为主要类型,外滩纵深

区域华人住宅因此经历了一轮规模庞大的更新。 据

《黄浦区地名志》大事记中记载,1872 年租界中区已出

现第一批石库门里弄住宅,有兴仁里、昼锦里、兆福里

等。 另据《沪游杂记》图纸,至 1876 年,石库门等中式

建筑的数量随人口增长和居住水平提高而稳步增长,
公共租界中区已有成规模的石库门里弄 85 条之多。①

1877 年,公共租界华人房屋为 15537 幢。 根据中

区范围居住用地占时年公共租界居住用地的比例,中
区范围(与外滩纵深区域一致)华人房屋约为万幢。②

而西人住宅也在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不降反增,达到

565 幢。 由此可知,1876 年前后平均每幢建筑的居住人

数为华人住宅 9~10 人、外侨住宅 3 人。
此后,在市场经济的长期作用下,中区土地效率发

挥到了极致,建筑密度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除街道、

巷弄和少数机构的庭院空间外,中区内绝大部分用地

已被成千上万幢建筑填满、夯实。 原作为居留地的东

部地区,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功能的转型,外侨开始向扩

展后的租界西区或北区寻求更合适的居住空间,东部

原花园式商住区逐步演进为比较纯粹的商务区,承载

更多的商务、商业、贸易功能。 除一些机构配建的宿

舍、大班买办的公寓之外,已少见成片外侨住宅。
而在西部地区,除少数大楼、戏院等公共建筑外,

其时已建成大规模水平铺展的石库门里弄,无数个长

短不一的长方形石库门建筑,形成特有的内部行列

式、周边围合式里弄布局,并由格网式道路系统将其

有序组织起来,构筑了令人震撼的城市风貌。 这些石

库门建筑一间间并排联立成为一行,一幢幢平行排列

成为一个地块,一个个地块拼合成一个完整街坊,一
个个街坊组成一个街区,一个个街区构成一个庞大城

市。 其中,一道道防火墙勾勒出建筑轮廓,一方方天

井提供了呼吸空间,还有一条条纵横交织、密集排列

的支弄空间,在几乎每一个街区内形成有节奏感、韵
律感的街巷肌理和城市风貌,建成后便基本稳定地保

持了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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